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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
基于 CGE 模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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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政府承诺到 203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 CO2 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0% ～65%，基于碳强度约束的行政型减排措施是中国

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分析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是碳减排机制设计的重要内容。本文构建 31 个部门的

经济 － 能源 － 碳排放动态 CGE 模型，模拟 2012—2030 年在碳强度约束和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的情景下，城乡居民福利水平、消费结

构以及 CO2 排放等指标相比基准情景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①城乡居民收入无显著变化，生活总消费略有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生

活总消费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②居民能源消费和 CO2 排放大幅下降，农村居民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③居民对煤炭、成品油和天

然气的消费大幅降低，电力消费显著上升，部分资本密集型商品的消费小幅增加。其中，城乡居民的煤炭消费降幅最大，农村居民对

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降幅远超城镇居民，对电力、专用设备、通用设备、金属制品等商品的消费涨幅超过城镇居民。④碳强度约束

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的福利等价变化降幅超过城镇居民。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碳强度约束对居

民生活减排起到积极作用; 二是这一政策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但不会对居民生活产生强烈冲击; 三是对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的负

向影响超过城镇居民。总体而言，政府在碳强度约束政策的基础上，首先，应增加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缩

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其次，增加农村清洁能源的供给; 再次，提高对农村居民使用清洁能源的补贴力度，从而降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

对农村居民的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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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当今各国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应对气候

变化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009 年起，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单位国内生产总

值 CO2 排放( 以下简称碳强度 ) 约束的减排目标。在国

际上，中 国 政 府 承 诺 到 2030 年 碳 强 度 比 2005 年 下 降

60% ～ 65%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以下简称

非化石能源比重) 达到 20% 左右。在国内，中长期发展

规划中 提 出 到 2020 年，碳 强 度 比 2005 年 下 降 40% ～

45% ，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 15% 左右。而现阶段，中国

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是实现

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此背景下，碳强度约

束是否会对居民福利水平产生抑制? 是否会影响居民消

费水平和结构? 城镇和农村哪个居民群体受到的冲击更

大? 通过明确这些问题，有利于中国提高应对气候变化

的能力，缓 解 碳 减 排 措 施 对 城 乡 居 民 福 利 水 平 的 不 利

影响。

1 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碳减排约束的影响进行了较全

面的分析。依据不同研究角度，可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碳减排目标和政策措施的种类。在污染治理

中，碳减排目标分为总量减排目标和强度减排目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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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减排目标是指在政策期内对碳排放总量进行约束，有

效实施该目标可以促使实际碳排放下降。强度减排目标

是在政策期内对单位经济总量的碳排放进行约束，在为

经济增长留有余地的同时灵活调整碳排放量，当碳排放

强度下降的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时，实际碳排放总量

会减少。张友国［1］认为这两种减排目标的差异体现在成

本有效性、环境效益和政策可接受性三个方面。对于发

展中国家，强度目标更稳定和公平，无论出现始料不及的

经济繁荣或萧条都不会改变目标实现的难度; 若采用总

量减排目标，则经济增长超过预期的国家需要付出额外

的减排成本，相当于对这些国家( 如中国和印度) 实施惩

罚或征税。因此，发达国家主要承诺总量减排目标，而发

展中国家主要承诺强度减排目标。基于以上两种碳减排

目标，Fischer［2］等人认为有两类政策措施分别与之对应:

第一类是市场型措施，包括碳排放权交易和碳税政策，发

达国家通常采取该类措施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 第二类

是行政型措施，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现阶段主要

采用该类措施控制碳强度。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碳减

排政策正在积极的由行政型向市场型转变，以期未来在

碳排放权交易和碳税等多种措施下，形成更长效的减排

机制。然而，市场型措施的建立和有效运行需要经历和

调整很长一段时期。目前，中国尚未实施碳税政策，全国

性碳交易 体 系 已 启 动，但 仍 处 于 体 系 建 设 阶 段，“十 三

五”时期的碳强度目标仍通过行政措施分解到各省和各

行业来实现。

第二层，模拟碳减排目标约束的政策影响。碳减排

约束会传导为对能源供给和消费的约束，从而影响整个

经济系 统，众 多 学 者 采 用 可 计 算 一 般 均 衡 (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 模型模拟碳减排政策的影响。

张友国［3］、周县华［4］等人对碳强度约束和总量约束进行

比较，认为碳强度约束更适合中国的碳排放控制。林伯

强［5 － 7］、张友国［8］等人认为碳强度目标约束对煤炭消费

和碳排放起到显著抑制作用，但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

负面影响，其中，碳密集部门所受到的冲击较大。Dai［9］、

Yuan［10］、刘小敏［11］等 人 模 拟 得 出 2020 年 中 国 的 碳 强

度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张晓娣［12］、范庆泉［13］等人更多

关注社会福利 的 变 化，认 为 碳 强 度 约 束 使 社 会 福 利 的

损失较小。另外，由于中国各省碳强度目标约束不同，

Zhang［14］ 认 为 各 省 受 到 的 经 济 影 响 差 异 很 大，

Springmann［15］认为碳排放有从中国东部省份向西部省

份转移的现象。

第三层，影响碳减排效果的因素探讨。在以上碳减

排目标约束的模拟中，有三类因素显著影响碳减排效果:

第一类是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Dai［9］、何建坤［16］ 等人

认为碳强度的下降速度取决于能源强度下降速度和能源

排放因子下降速度的叠加，而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可以

有效降低电力对应的排放因子，使碳排放的降幅超过能

源消费的降幅。第 二 类 是 技 术 进 步。Wang［17］、Li［18］ 等

人认为技术进步可以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碳强度，

这是实现碳强度目标的重要保证。第三类是碳税政策的

合理设置。张晓娣［12］、娄峰［19］等人认为在碳税政策制定

中，若政府保持税收中性，将所得碳税收入返还给企业和

居民，可以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

的“双重红利”。

通过梳理以往文献，发现碳强度约束对经济影响的

相关研究存在两个特点; ①研究重点关注碳税和碳交易

情景下是否能够实现中国碳强度目标，并不关注行政型

减排措施的影响。②研究重点关注碳减排政策对宏观经

济层面的影响，而对居民福利层面关注很少，且与居民相

关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模拟碳税政策下“双重红利”是

否实现，不探讨行政型减排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冲击，也不

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影响差异。中国通过行政型

措施约束碳强度，会对城乡居民的福利水平以及消费结

构产生何种影响? 以上文献并未给出答案。基于此，本

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拟将研究聚焦于行政型碳

强度目标约束，即假设 2012—2030 年，中国在保持经济

适度增长的同时，通过行政型措施实施碳强度目标约束，

并实现非化石能源比重的增长目标，利 用 动 态 CGE 模

型，评估城乡居民的福利变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消费、碳

排放等变化情况。

2 碳强度约束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机理

碳强度目标约束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进而使居民福

利发生变化，该过程可以从供给和消费需求两个角度进行

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碳强度约束和碳排放总量约束是不

同的，碳强度约束允许碳排放随着经济总量的变化而变

化，从而降低经济增长带来的不确定性。就经济增长而

言，众多学者和机构预测中国经济在未来 10—20 年将持

续稳定增长。因此，在预测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可将碳

强度约束转化为碳排放总量约束( 见图 1) 。

从供给角度来看，碳强度目标对生产者的生产决策产

生约束，调整能源供给，改变了居民的消费束，居民福利受

到影响。其影响过程为: ①行政型碳减排，是将碳强度目

标分解到各省和各行业，使生产者进行生产决策时，将其

作为生产约束，在成本最小化条件下制定生产方案; 其中，

能源生产者在碳强度约束下，预测未来市场的能源需求

量，选择成本最小的供应方式，使部分能源供给减少。②

由于各能源的排放因子不同，碳强度约束对排放因子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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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源( 如煤炭) 产生的约束也较强; 而随着非化石能源

比重提高，清洁电力供应不断增加。③在中国工业化阶

段，能源需求具有刚性特征，价格对能源需求的影响不大，

因此能源供给的变化会助推部分能源价格上涨( 主要是碳

排放因子较大的化石能源) ，使能源投入较多的生产部门

增加生产成本，影响这类部门的生产决策; 因此，碳强度约

束会对应理论上的最优能源结构，该能源结构下，生产部

门对化石能源的消费减少，特别是对煤炭的依赖度下降，

使碳排放得到有效控制。④由于包括能源商品在内的各

种商品价格和供给量都会发生变化，改变了居民的消费

束，使居民福利受到影响。

从消费需求角度来看，碳强度约束会从消费成本和消费

习惯这两个方面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①就消费成本而言，

一方面，由于碳强度约束使部分能源价格上升，增加了居民能

源消费的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能源投入较多的生产部门所提

供商品的价格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居民在效用最大化的条件

下调整能源商品和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形成最优的商品消

费结构。②就消费习惯而言，为配合碳强度约束，政府会不断

推广和普及低碳消费观念，使居民的低碳意识逐渐增强，越来

越多的居民主动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在生活中节约能源和更

多选择清洁能源。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的模型构建中，暂未

加入居民主动改变消费习惯的因素。

3 模型构建与情景设计

3． 1 SAM 表的编制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 42 部门基本

流量表为基础，结合其他相关统计年鉴数据，对部门适当

合并，最终编制出 2012 年中国宏观 SAM 表，以及细分 31

个部门的微观 SAM 表。由于数据来源不一，数据统计口

径不一致，使 SAM 表行列加总不相等，因此本文采取交叉

熵法( CE 法) ，借助 GAMS 软件对 SAM 表做平衡处理，以

平衡后的 SAM 表作为 CGE 模型建立的基础。由于数据

限制，本研究不涉及中国港澳台地区。

3． 2 动态 CGE 模型设计

本文以张欣［20］的 CGE 经济模型为基础，构建包含生

产模块、贸易模块、国内经济主体模块、能源 － 碳排放模

块、动态机制模块和宏观闭合模块在内的六大模块。模型

中的各种替代弹性系数在参考国内外同类文献后做适当

调整。因篇幅所限，以下给出居民主体模块、能源 － 碳排

放模块、动态机制模块的方程形式，其他模块的方程均在

张欣的模型基础上做小幅改动，未详细列出。

3． 2． 1 生产模块的设计

为了体现各能源之间的可替代性，生产模块采用六层

嵌套的结构( 见图 1) 。其中，中间投入部分仅包含 26 个

非能源部门，采用列昂剔夫函数形成中间投入。形成国内

总产出的其他各层嵌套均采用不变替代弹性 ( 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 函数。

3． 2． 2 贸易模块的设计

贸易模块体现了国内总产出与国外部门在商品贸易

过程中的替代关系。其中，国内总产出以 CET ( Constant

elasticity of transformation) 转换函数形式分配为内产内销

商品和出口商品，而内产内销商品和进口商品在阿明顿

( Armington) 假设基础上形成了国内销售商品。

3． 2． 3 国内经济主体模块的设计

国内经济主体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该模块包含三

个假定:①居民的效用函数为柯布 － 道格拉斯函数形式;

图 1 碳强度约束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
Fig． 1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arbon intensity constraint on resident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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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政府收入由非税收入、税收和国外对政府的转移支付共

同构成。③投资总额和政府支出由外生给定。其中，居民

的收入和消费方程分别为:

YHh =WL·shifh － l·QLStot +WK·shifh － k·QKStot +

transfh － ent + transfh － gov + transfh － row ( 1)

PQc·QHch = shrhch·mpch·( 1 － tih ) ·YHh ( 2)

式( 1) 中，h 取 HＲ 和 HU，分别对应农村居民和城镇居

民，YHh 是居民 h 的收入，WL 和 WK 分别为劳动力价格和

资本价格，shifh － l 和 shifh － k 分别为居民 h 所占的劳动力份

额和资本收入份额，QLStot和 QKStot分别是劳动力和资本的

总供给，transfh － ent、transfh － gov和 transfh － row 分别为企业、政府

和国外部门对居民 h 的转移支付。式( 2) 中，c = 1，2，…31

表示商品集的 31 种商品，与生产部门一一对应，但居民仅

对包括能源商品在内的 24 种商品产生消费 ( 见图 2 ) 。

PQc 为商品价格，QHch和 shrhch分别是居民 h 对商品 c 的消

费量和消费份额，mpch 和 tih 分别为居民 h 的边际消费倾

向和个人所得税税率。

碳强度约束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可采用希克斯等

价性变化( Hichs’equivalent variation，EV) 进行测算，公式

如下:

UHb
h =∏c ( QH

b
ch )

shrhch ( 3)

UHs
h =∏c ( QH

s
ch )

shrhch ( 4)

∑c shrhch = 1 ( 5)

EV = e( PQb
c，UH

s
h ) － e( PQb

c，UH
b
h )

= ( UHs
h － UHb

h ) ·∏c
PQb

c

shch( )
ch

shchch

( 6)

式( 3) ～ ( 6) 中，UHb
h 和 UHs

h 分别为政策实施前后居

民 h 的效用，QHb
ch和 QHs

ch分别为政策实施前后居民 h 对商

品 c 的消费量，PQb
c 是政策实施前商品 c 的价格，EV 是福

利变动的等价性变化量。

3． 2． 4 能源与碳排放模块的设计

在以上 CGE 模型的构建基础上，需要将能源、碳排放

与经济系统关联起来。其中，碳排放的方程如下:

TGHGCO2
=∑ce［λce·( ∑aQINTce． a +∑hQHce． h ) ·

PQce］ ( 7)

式( 7) 中，TGHCCO2
为碳排放总量，ce = coal，crude，prod，

gas，ele，分别表示煤炭、原油、成品油、天然气和电力。a =

1，2，…31 表示生产集的 31 个部门，由于 2012 年 SAM 表

没有政府能源消费的数据，因此能源消费环节的碳排放

仅对应居民主体。QINTce． a和 QHce． h分别是 a 部门生产过

程中能源 ce 的投入量和居民 h 对能源 ce 的消费量，PQce

是能源 ce 的销售价格，λce为能源 ce 的 CO2 排放系数( 以

下简称碳排放系数) ，由于 SAM 表内的数据是价值量( 亿

元) ，因 此 碳 排 放 系 数 也 需 转 换 为 价 值 型。本 文 采 用

《2006 年 IPCC 国 家 温 室 气 体 清 单 指 南》提 供 的“方 法

1”，估算出 2012 年各能源及总的碳排放量，再与 SAM 表

中各能源最终需求总量相除，从而获得价值型碳排放系

数( 见表 1) 。

3． 2． 5 动态机制模块和宏观闭合模块的设计

模型的动态机制主要考虑资本要素积累、劳动力增长

和技术进步，并采用递归形式实现动态化。受此影响，

CGE 模型中所有的内生变量全都增加了时间维度。其中，

资本要素积累的递归公式如下:

QKDt
a = QKDt － 1

a ·( 1 － ηa ) + It － 1a ( 8)

Ita = It － 1a ·( 1 + gI
a ) ( 9)

QKSt
tot =∑aQKD

t
a ( 10)

图 2 基准情景下城乡居民消费结构
Fig． 2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consumption structure under baselin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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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能源的价值型碳排放系数
Tab． 1 The value-type carbon emission coefficient of energy

指标 煤炭 原油 成品油 天然气 电力 总计

碳排放量 /108 t 24． 612 0． 205 22． 467 2． 187 43． 486 92． 957

能源最终需求

量 /1011元
24． 381 28． 149 42． 171 3． 096 50． 384 148． 181

价值型碳排放

系数 / t /104 元
10． 095 0． 073 5． 328 7． 065 8． 631 6． 273

注: 虽然消费电力不产生碳排放，但电力生产过程( 主要是火力
发电) 会产生大量碳排放，因此本文电力的碳排放量由一次能源的加
工转换投入量估算得出。

公式( 8) ～ ( 10) 中，QKDt
a 和 QKDt － 1

a 分别表示 a 部门

t 期和 t － 1 期的资本需求量，t = 2012，2013…2030，ηa 是各

部门资本折旧率，由于各部门生产特点不同，本文采用的

各部门折旧率在 3% ～ 5% 之间。Ita 和 It － 1a 分别是各部门 t

期和 t － 1 期的新增投资，gI
a 为各部门新增投资增长率，结

合产业发展政策，本文采用的各部门新增投资增长率在

2% ～ 23% 之间。QKSt
tot是 t 期的资本总供给，在动态机制

中将该指标设置为外生参数。

QLDt
a = QLDt － 1

a ·( 1 + gL
a ) ( 11)

QLSt
tot =∑aQLD

t
a ( 12)

公式( 11) ～ ( 12) 中，QLDt
a 和 QLDt － 1

a 分别表示各部门

t 期和 t － 1 期的劳动力需求量，gL
a 表示 a 部门的劳动力增

长率，依据中国人口增速和产业发展预期，本文设煤炭和

原油部 门 为 0． 1% ，农 业 部 门 为 0． 25% ，其 他 行 业 为

0． 33% ，其余部门均为 0． 3%。QLSt
tot是 t 期的劳动力总供

给，将该指标在动态机制中设置为外生参数。

αq． t
a = αq． t － 1

a ( 1 + gn
a ) ( 13)

式( 13) 表示技术进步逐年增加，其中，αq． t
a 和 αq． t － 1

a 分

别为 t 期和 t － 1 期总产出的技术进步参数，gn
a 为各部门技

术进步的增长率，由于中国原油的可采储量相对较低，本

文设原油 gn
a 的为 1% ，其他行业设为 2． 5% ，其余部门均

设为 2%。

在模型的宏观闭合模块设计中，首先，考虑各市场均

衡，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市场均衡、商品市场均衡、国际

收支平衡、储蓄与投资平衡; 其次，采用新古典主义宏观闭

合形式，即资本、劳动力和商品的价格内生决定，资本和劳

动力数量外生给定，劳动力市场充分就业; 最后，假设汇率

固定。

将以上动态 CGE 模型作为基准情景，可衡量在没有

碳强度目 标 约 束 情 景 下，居 民 福 利 等 相 关 指 标 的 发 展

趋势。

3． 3 碳强度目标约束的情景设计

为了模拟 2012—2030 年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

的影响，本文将碳强度目标约束转换为各年碳排放约束，

并考虑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下电力碳排放系数的变化。

相关目标约束推导步骤如下:

第一步，确定各年实际 GDP。将 2005—2015 年作为

历史期，2016—2030 年作为预测期。首先，根据《中国统

计年鉴》获得历史期的 GDP，并换算为 2005 年价格的实际

GDP。其次，计算预测期的实际 GDP。由于中国经济呈现

出“新常态”，经济增长由高速逐渐转为中高速，在此背景

下，以林伯强［6］对 2020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以及张

友国［8］对 2030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设定为参考，本文设

2016—2020 年实际 GDP 年均增速为 6%，2021—2030 年

实际 GDP 年均增速为 5%，以此可确定预测期的实际 GDP

( 见表 2) 。

第二步，估算历史期碳排放，确定 2005 年碳强度。首

先，估算历史期碳排放数值，即 2005 年的碳排放为 57． 456

亿 t，2015 年碳排放为 94． 839 亿 t。其次，计算历史期的碳

强度。2005 年的碳强度为 3． 067 t /104 元，这一数值是中

长期碳减排目标约束的参照基础。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公

布碳排放数据，但本文估算的历史期各年碳强度下降幅度

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历年报告中的相关

指标基本一致，因此估算结果是可信的。再次，计算历史

期碳强度的累计增长率，得到 2015 年的碳强度比 2005 年

累计下降 33． 863%。

第三步，计算预测期 2005 年价格的碳强度。首先，确

定预测期各年碳强度的累计增长率，设碳强度匀速下降，即

碳强度累计增长率由 2016 年的 － 33． 863% 匀速下降至

2020 年 的 － 40． 001%，再 匀 速 下 降 至 2030 年 的

－60． 002%。其次，依据碳强度下降率，推算预测期碳强度

数值，可得 2030 年的碳强度为 1． 227 t /104 元。

第四步，推算预测期碳排放的约束值。依据预测期

2005 年价格碳强度和实际 GDP，推算 2016—2030 年碳排

放的约束值，可得碳排放由 2016 年的 98． 785 亿 t 逐渐上

升至 2030 年的 123． 846 亿 t。在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基

础上，当各年碳排放不超过该约束值，则碳强度的降幅符

合目标约束。本文将碳排放约束值作为目标情景的外生

变量。

第五步，计算预测期电力的价值型碳排放系数。非化

石能源主要用于电力生产 ( 例如风电、水电、太阳能发电

等) ，随着非化石能源比重的提高，电力的碳排放系数逐渐

下降，即生产等量电力而产生的碳排放逐渐减少。依据电

力消费预测和碳排放约束，可得出电力的碳排放系数由 2012

年的 8． 631 t /104 元，逐渐下降到 2030 年的 4． 151 t /104 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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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该系列数值作为参数加入动态 CGE 模型。

在基准情景的模型构建上，对公式 ( 3 ) 进行改动，并

添加时间维度，形成目标情景公式:

aim_TGHGt
CO2

=∑ce［λt
ce '·( ∑aQINT

t
ce． a +∑hQH

t
ce． h ) ·

PQt
ce］ ( 14)

式( 14) 中，aim_TGHGt
CO2

是 t 期碳排放的约束值，即取

表 2 中碳排放列 2012—2030 年的数值。λt
ce '是能源 ce 在 t

表 2 2005—2030 年碳强度和电力碳排放系数推导
Tab． 2 Deduction of carbon intensity and electrical

carbon emission coefficient in 2005 － 2030

年份

2005 年
价格实际

GDP
/1012元

实际
GDP
年均

增长率
/%

碳排放

/108 t

2005 年
价格

碳强度

t /104 元

2005 年
价格

碳强度
累计

增长率
/%

电力
价值型
碳排放

系数

t /104 元

2005 18． 732 － 57． 456 3． 067 －

2006 21． 111 12． 700 63． 656 3． 015 － 1． 695 －

2007 24． 109 14． 200 68． 671 2． 848 － 7． 136 －

2008 26． 447 9． 700 71． 164 2． 691 － 12． 275 －

2009 28． 933 9． 400 76． 491 2． 644 － 13． 809 －

2010 32． 000 10． 600 81． 185 2． 537 － 17． 288 －

2011 35． 040 9． 500 89． 069 2． 542 － 17． 129 －

2012 37． 808 7． 900 92． 957 2． 459 － 19． 843 8． 631

2013 40． 757 7． 800 96． 414 2． 366 － 22． 878 8． 296

2014 43． 733 7． 300 94． 108 2． 152 － 29． 844 7． 512

2015 46． 750 6． 900 94． 839 2． 029 － 33． 863 7． 055

2016 49． 555 6． 000 98． 785 1． 993 － 35． 010 6． 875

2017 52． 528 6． 000 102． 801 1． 957 － 36． 196 6． 749

2018 55． 680 6． 000 106． 875 1． 919 － 37． 423 6． 619

2019 59． 021 6． 000 110． 992 1． 881 － 38． 690 6． 485

2020 61． 972 6． 000 114． 050 1． 840 － 40． 001 6． 287

2021 65． 071 5． 000 116． 448 1． 790 － 41． 656 6． 056

2022 68． 324 5． 000 118． 658 1． 737 － 43． 380 5． 877

2023 71． 740 5． 000 120． 641 1． 682 － 45． 175 5． 690

2024 75． 327 5． 000 122． 354 1． 624 － 47． 045 5． 496

2025 79． 094 5． 000 123． 749 1． 565 － 48． 991 5． 294

2026 83． 048 5． 000 124． 772 1． 502 － 51． 019 5． 084

2027 87． 201 5． 000 125． 364 1． 438 － 53． 130 4． 865

2028 91． 561 5． 000 125． 458 1． 370 － 55． 328 4． 637

2029 96． 139 5． 000 124． 980 1． 300 － 57． 618 4． 399

2030 100． 946 5． 000 123． 846 1． 227 － 60． 002 4． 151

期的碳排放系数，其中，煤炭、原煤、成品油和天然气的碳

排放系数不随时间变化，而电力 t 期的碳排放系数取表 2

中的动态值。QINTt
ce． a、QH

t
ce． h和 PQt

ce 分别是 t 期 ce 能源的

生产投入数量、居民 h 的消费数量和销售价格。将模型调

整为目标约束情景，可分析碳强度约束下城乡居民福利等

相关指标变动情况。

4 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

动态 CGE 模型设置以居民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函数，

通过 GAMS23． 8． 2 软件的 PATHNLP 求解器对模型系统进

行计算，分别模拟 2012—2030 年基准情景和目标约束情

景，可获得居民福利等相关指标变动情况。

4． 1 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4． 1． 1 基准情景下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及相关指标的预测

在基准情景下，2012—2030 年居民的收入、生活总消

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稳步增长( 见表 3) 。居民收入增长

是提升居民消费水平的前提，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几乎

同步增长，年均增速分别为 5． 002%和 5． 006%，到 2030 年

两个居民群体的收入分别达到 66． 749 和17． 28 × 1012 元，

在预测期内，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收入之比稳定在 3． 86，城

乡收入差距基本不变。就居民生活总消费而言，城乡居民

的消费都稳定增长，且消费增速略高于收入的增速。其

中，农村居民的年均增速比城镇居民高 0． 187%，这与城乡

居民的消费结构差异有关。王晓华［21］等人认为在“十二

五”期间，农村居民仍以基本生活需求型消费为主，即食

品、衣着、居住和交通通信的消费比重较高，而城镇居民已

具有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的特点，即家庭电器设备、文教娱

乐、医疗保健等消费比重较高，但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不断提高，其消费升级( 即由基本生活需求型消费过渡到

发展与享受型消费) 的空间很大，因此基准情景预测的农

村居民的消费增速略高于城镇居民。

依据李艳梅［22］对居民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划分，本

文仅研究直接能源消费和由其产生的碳排放，即居民用于

炊事、取暖、电器及私家车等活动而直接消费能源商品并

产生的碳排放。表 3 显示居民的能源消费持续增加，且增

速略高于生活总消费的增速，城镇和农村居民的能源消费

年均分别上涨 5． 276%和 5． 916%，到 2030 年，两个居民群

体的能源消费价值量将分别达到 1． 448 和 0． 288 × 1012元。

由居民 生 活 能 源 消 费 带 来 的 碳 排 放 年 均 增 速 分 别 为

5． 286%和 5． 883%，到 2030 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碳排放

将分别达到 10． 247 和 2． 295 亿 t，可以看出，若没有碳强

度约束，居民生活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会快速增长，且农

村居民的碳排放增速高于城镇居民，居民生活消费引起的

气候变化压力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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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2 碳强度约束下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及相关指标的

变动

在碳强度目标约束下，居民的收入、消费及碳排放等

指标相对于基准情景的变动如表 4 所示。就居民收入而

言，城乡居民收入的变动很小，就生活总消费而言，居民消

费在 2021 年前小幅下降，2022 年后略有上升，这是由于生

产部门，将碳强度目标作为生产约束，使部分能源( 主要指

化石能源) 供给减少而推动价格上升，能源投入密集的其

他生产部门也增加生产成本。因此，能源商品和其他商品

的供给和价格都发生变化，影响到居民消费束，导致居民

生活总消费略有下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居民以效用最

大化为原则逐渐调整消费结构，在预测期后半段，居民消

费小幅回升。但农村居民消费降幅略高于城镇居民，这与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有关，城镇居民对商品的选择更多

元，且对服务类商品的消费比重更高，因此所受影响略小

一些。

碳强度约束对居民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抑制作用较

强，农村居民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下降幅度超过城镇居

民。其中，到 2030 年，城镇居民能源消费比基准情景下降

了 12． 026%，碳排放也下降 36． 433%。与之相比，农村居

民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下降幅度更大，多数年份的能源

消费降幅都超过 10%，到 2030 年，农村居民的能源消费下

降了 16． 613%，碳排放下降了 56． 173%。以上特征的原

因有:①碳排放的降幅超过能源消费的降幅，是由非化石

能源比重上升带来的叠加效应。②城乡之间的能源消费

和碳排放变动的差异，与城乡能源供给、消费模式和城乡

收入差距密切相关。城镇的能源供给和消费模式相对集

中、多元和先进，由此产生了规模效益和集约效益，能源成

本相对较低，另外，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较高，能源价格上升

对其能源消费的影响并不大。而对农村居民来说，一方

面，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农户使用电力的比重不断增

加，且电力的碳排放系数持续下降，因此农村居民碳排放

表 3 2012—2030 年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和碳排放的基准情景模拟
Tab． 3 Baseline situation simul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income，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in 2012 － 2030

年份
收入 /1012元 生活总消费 /1012元 能源消费 /1012元 碳排放 /108 t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2012 27． 725 7． 172 15． 926 4． 677 0． 574 0． 103 4． 056 0． 825

2013 29． 114 7． 532 16． 725 4． 922 0． 606 0． 110 4． 285 0． 885

2014 30． 573 7． 909 17． 565 5． 179 0． 640 0． 118 4． 526 0． 947

2015 32． 104 8． 306 18． 446 5． 447 0． 675 0． 126 4． 773 1． 008

2016 33． 711 8． 722 19． 372 5． 727 0． 710 0． 133 5． 027 1． 067

2017 35． 398 9． 159 20． 344 6． 023 0． 749 0． 141 5． 299 1． 134

2018 37． 171 9． 617 21． 360 6． 374 0． 799 0． 160 5． 668 1． 283

2019 39． 029 10． 098 22． 436 6． 662 0． 831 0． 159 5． 881 1． 273

2020 40． 981 10． 604 23． 561 7． 008 0． 875 0． 168 6． 194 1． 350

2021 43． 031 11． 134 24． 742 7． 374 0． 921 0． 178 6． 525 1． 432

2022 45． 183 11． 692 25． 983 7． 761 0． 971 0． 190 6． 876 1． 522

2023 47． 443 12． 277 27． 285 8． 171 1． 023 0． 202 7． 251 1． 623

2024 49． 815 12． 891 28． 653 8． 606 1． 079 0． 216 7． 647 1． 731

2025 52． 306 13． 536 30． 089 9． 070 1． 139 0． 232 8． 077 1． 858

2026 54． 922 14． 213 31． 600 9． 549 1． 199 0． 246 8． 500 1． 965

2027 57． 668 14． 925 33． 185 10． 064 1． 265 0． 263 8． 967 2． 099

2028 60． 545 15． 671 34． 854 10． 559 1． 320 0． 268 9． 353 2． 142

2029 63． 574 16． 456 36． 612 11． 105 1． 385 0． 280 9． 804 2． 230

2030 66． 749 17． 280 38． 450 11． 659 1． 448 0． 288 10． 247 2． 295

年均增速 /% 5． 002 5． 006 5． 019 5． 206 5． 276 5． 916 5． 286 5．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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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降幅超 过 城 镇 居 民，这 符 合 Hosier［23］ 的“能 源 阶 梯”

( Energy Ladder) 理论，即农村能源结构演进分为三个阶

段: 第一阶段，农户主要依赖生物质能源; 第二阶段，随着

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农户转向使用煤和木炭等过度型能

源; 第三阶段，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户更多的使

用电力。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已处于“能源阶梯”的第三

阶段，电力消费增加对降低农村碳排放有积极作用。另一

方面，农村的能源供给比较单一和分散，能源利用效率不

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居民的能源效率提高空间很

大，这使得农村居民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下降的空间也

更大。

4． 2 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

在基准情景下，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有显著差异( 见

图 2) 。在基本生活需求消费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比重显

著高于城镇居民; 在发展与享受的消费方面，城镇居民的

消费比重显著高于农村居民。以上差异与城乡居民的收

入水平差距密切相关。其中，城乡居民消费比重最高的商

品是其他行业( 包括金融、房地产、居民服务、教育、卫生、

文化、公共管理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子部门) ，城镇和

农村居民对该商品的消费比重分别占总消费的 34． 5% 和

28． 7%。农村居民消费比重排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食品

和烟草( 22． 2% ) 、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业( 17． 2% ) ，其消

费比重均显著高于城镇居民。与食品相关的这两类商品

的消费比重之和，相当于依据 SAM 表计算的恩格尔系数，

即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于城镇居民，其用于食品支出

的比重高于城镇居民。除以上三类商品外，城乡居民对批

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

品的消费比重都超过 5%。就能源消费而言，居民消费比

重最高的是电力，均占城乡居民消费的 1． 4% ; 其次，城镇

和农村居民对成品油的消费比重分别为 1． 3% 和 0． 4%，

对天然气的消费比重分别为 0． 8% 和 0． 2% ; 再次，城镇和

农村居民对煤炭消费的比重分别仅为 0． 04% 和 0． 02%，

可见居民生活消费中对煤炭的需求极少。

在碳强度约束下，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都发生变化，

其变化如图 3 所示。

就各商品消费的总体变动而言:①消费比重变化较大

表 4 碳强度约束下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和碳排放变动
Tab． 4 Changes in rural residents’income，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under carbon intensity restriction / %

年份
收入 生活总消费 能源消费 碳排放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2012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 0． 003 － 0． 011 － 0． 004 － 0． 011

2013 0． 000 0． 001 － 0． 003 0． 011 0． 349 0． 873 － 1． 348 － 1． 592

2014 0． 001 0． 003 － 0． 007 － 0． 066 － 1． 668 － 9． 270 － 7． 634 － 18． 137

2015 0． 001 0． 004 － 0． 024 － 0． 160 － 2． 389 － 12． 405 － 10． 852 － 25． 057

2016 0． 002 0． 005 － 0． 030 － 0． 062 － 1． 905 － 10． 327 － 11． 443 － 24． 920

2017 0． 001 0． 005 － 0． 019 － 0． 057 － 1． 772 － 8． 481 － 11． 954 － 23． 632

2018 － 0． 002 0． 002 0． 022 － 0． 692 － 2． 633 － 13． 119 － 13． 359 － 28． 056

2019 0． 000 0． 005 － 0． 045 － 0． 048 － 1． 823 － 7． 091 － 13． 695 － 24． 896

2020 0． 000 0． 006 0． 016 － 0． 058 － 1． 587 － 9． 404 － 14． 423 － 29． 556

2021 － 0． 001 0． 006 － 0． 045 － 0． 094 － 2． 446 － 10． 514 － 16． 816 － 32． 795

2022 0． 000 0． 008 － 0． 040 0． 196 － 3． 431 － 1． 918 － 18． 744 － 22． 157

2023 0． 000 0． 009 0． 005 0． 116 － 3． 871 － 13． 381 － 20． 186 － 37． 952

2024 0． 000 0． 019 0． 031 － 0． 330 － 4． 777 － 18． 447 － 22． 152 － 43． 947

2025 － 0． 005 0． 005 0． 115 1． 680 － 6． 727 － 3． 754 － 24． 873 － 33． 316

2026 0． 000 0． 013 0． 039 0． 096 － 6． 734 － 18． 188 － 26． 279 － 47． 167

2027 0． 000 0． 016 － 0． 011 0． 083 － 7． 599 － 18． 656 － 28． 436 － 50． 037

2028 0． 009 0． 030 0． 060 0． 049 － 9． 275 － 17． 890 － 31． 094 － 51． 382

2029 0． 001 0． 024 0． 047 － 0． 264 － 10． 681 － 18． 406 － 33． 717 － 54． 644

2030 － 0． 001 0． 025 － 0． 001 － 0． 146 － 12． 026 － 16． 613 － 36． 433 － 56．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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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恰好对应基准情景下消费比重较低的商品，这是

由于基准情景下消费比重较高的商品与居民生活密切相

关，其效用的权重较大，即使这类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动，

其消费比重也保持稳定。与之相反，基准情景下消费比

重较低的部门，其效用的权重较小，居民可以充分调整对

这类商品的消费结构，以满足效用最大化。②煤炭、成品

油和天然气消费大幅下降，而电力消费显著上升。由供

给角度分析可知，碳强度约束使部分能源价格上升，提高

了居民获得该类能源的消费成本，致使需求量大幅降低;

而电力所受的影响较小，且对其他能 源 的 替 代 性 较 强，

因此居民增加对电力的消费以满足能源需求。③资本

密集型商品( 专用设备、通用设备、金属制品、非金属矿

物制品和仪器仪表等) 在生产中的能源投入较小，所受

碳强度约束的 影 响 也 较 小，因 此 居 民 增 加 了 对 该 类 商

品的需求。

就城乡居民消费变动的差异而言:①城镇与农村居民

对煤炭、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变动差异较大。首先，碳

强度约束对煤炭消费的抑制作用最强，城镇和农村居民的

煤炭消费分别下降了 81． 85% 和 79． 53%，这是由于居民

对煤炭的需求极少，且煤炭在生活中的炊事和取暖功能容

易被其他能源替代，因此煤炭的需求价格弹性相对较高，

其价格上涨会显著抑制居民对煤炭的消费。其次，农村居

民对 成 品 油 的 消 费 降 幅 ( 71． 01% ) 远 超 城 镇 居 民

( 19． 17% ) ，这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差异有关。《中国

统计年鉴 2016》显示，2015 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为 3． 12 万元和 1． 14 万元，在动态 CGE 模型的

预测期，城 乡 收 入 差 距 基 本 不 变，因 此，成 品 油 的 互 补

品———私家车对农村居民而言更接近奢侈品，该能源对农

村居民的需求价格弹性远高于城镇居民，碳强度约束使农

村居民的成品油消费大幅下降。再次，农村居民对天然

气的消费降幅( 39． 9% ) 也远高于城镇居民( 4． 57% ) ，这

与农村的天然气普及率过低有关。2015 年城镇居民天

然气消费达到 358． 38 亿 m3，而农村均仅为 1． 43 亿 m3，

由于普及率很低，使农村居民对天然气的消费习惯还不

稳定，天然气价格上涨会使这些农村居民转而使用电力

或生物质能源，因此农村居民天然气消费降幅超过城镇

居民。②农村居民电力消费涨幅( 24． 87% ) 高于城镇居

民( 10． 91% ) 。由于非化石能源比重增加，电力的碳排

放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可增加电力消费来满足能源需求;

基于“能源阶梯”的角度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也使

其电力消费大幅上升。③农村居民对部分资本密集型商

品的消费增幅高于城镇居民，这一差距与农村居民经营

性收入比重较高有关。2015 年的农村与城镇居民人均

经营性收入分别占各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9． 43%

和 11． 14% ，在消费中，农村居民也更倾向于农业生 产

方面的消费支出，以期待增加经营性收入，农村居民对

专用设备( 包括食品和饲料专用设备、农林牧渔专用设

备等) 的消费上涨了 28． 28% ，而城镇居民对该部门的

消费仅上涨了 5． 52%。此外，农村居民对通用设备、金

属制品 ( 包 括 搪 瓷 制 品、金 属 制 日 用 品 等 ) 、仪 表 仪 器

( 包括钟表与计时仪器、眼镜等) 和非金属矿物制品 ( 包

括砖瓦、石材、玻璃制品、陶瓷制品等 ) 的消费增幅也略

高于城镇居民。

4． 3 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

受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居民福利水平也

发生变化。根据式 ( 6) 得到的各年城乡居民福利等价性

变化 EV 如图 4 所示，可以看出，在碳强度约束下，城乡民

福利均有小幅下降。由于动态 CGE 模型的拟合结果在居

图 3 碳强度约束下居民消费结构变动
Fig． 3 Changes in residents’consumption structure under carbon intensity restr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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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份产生振荡，城镇和农村 EV 的波动较大。为了厘

清城乡居民福利变动的规律，消除模拟数据震荡的影响，

分别对城镇和农村 EV 进行线性拟合，可看出农村居民 EV

趋势线的下降幅度超过城镇居民，2012—2030 年间，农村

居民 EV 每年下降 139． 57 个效用单位，对应效用水平每年

下降 0． 121% ，而城镇居民 EV 每年下降 87． 343 个效用单

位，对应效用水平每年下降 0． 023%。可见碳强度约束对

农村居民福利的负效应超过城镇居民。虽然中国农村居

民消费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不断提升，其消费结构也发生

变化，但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仍然较低，导致消费结构

不合理，消费升级相对迟缓，碳强度约束对农村居民的负

向影响较大。

5 结 论

本文基于 2012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构建包含 31 个部

门的经济—能源—碳排放动态 CGE 模型，并将碳强度约

束和非化 石 能 源 比 重 提 高 作 为 目 标 政 策，模 拟 中 国 在

2012—2030 年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福利及

相关指标受到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 1) 碳强度约束对居民收入无显著影响，居民生活总

消费小幅下降，但不会对居民生活产生强烈冲击。其中，

农村居民生活总消费的降幅略高于城镇居民。在中国经

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的特征下，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特别

是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是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

因此，政府应当通过增加对农村居民转移支付和精准扶贫

等措施，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城镇居民，不断缩小城

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努力降低碳强度约束对农村居民

的负向影响。

( 2) 碳强度约束使居民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大幅下降，

到 2030 年，城乡居民的能源消费分别比基准情景下降了

12． 026% 和 16． 613%，城 乡 居 民 的 碳 排 放 分 别 下 降 了

36． 433%和 56． 173%。从供给角度而言，碳强度约束影响

生产者的生产决策，使化石能源的价格上升; 从消费需求

而言，化石能源的价格上升抑制居民能源消费，促使电力

消费增加。为保障居民能源需求，首先，政府应增加清洁

能源供给，特别是继续扩大农村地区沼气、太阳能等清洁

能源的推广普及; 其次，应该积极引导居民优化能源消费

结构，重点引导农村居民对清洁能源的消费，增加对农村

居民户用沼气建设、太阳能设备购置、节能家电产品购置

的补贴，减少碳减排政策对农村居民的约束。

( 3) 碳强度约束使居民对部分资本密集商品的消费

小幅增加。其中，农村居民对专用设备、通用设备、金属

制品等商品的消费涨幅超过城镇居民，这是由于农村居

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导致消费结构不合理，使农村

居民对生产经营性消费的投入较多。从长远来看，要不

断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在农民收入增幅不断上升的前提

下，引导其消费升级，降低基本生活消费和生产经营消费

的比重。

( 4) 碳强度约束使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略有下降。其

中，农村居民福利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2012—2030 年

间，农村居民 EV 每年下降 139． 57 个效用单位，对应的效

用水 平 年 均 下 降 0． 121%，而 城 镇 居 民 EV 每 年 下 降

87． 343个效用单位，对应的效用水平年均下降 0． 023%。

但总体而言，碳强度约束下，城乡居民的福利降幅较小，不

图 4 城乡居民福利的等价性变化
Fig． 4 Equivalent vari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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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居民生活产生强烈的负向冲击，但政府仍需完善农村

集约和多元的能源供给，降低碳强度约束政策对农村居民

福利的负向影响。

( 编辑: 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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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arbon intensity restriction on welfar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 analysis based on CGE Model

DONG Mei1，2，3 XU Zhang-yong1，2 LI Cun-fang3

( 1．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Shaanxi 710127，China;

2．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a We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Shaanxi 710127，China;

3． Business School，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Jiangsu 221116，China)

Abstract Chinese government pledged to cut its CO2 emissions per unit of GDP by 60% to 65% from 2005 levels by 2030．

Administrative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based on carbon intensity restriction are one of China’s major means of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carbon intensity restriction o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welfare is a significant content of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mechanism design． This paper builds a dynamic CGE model of economy-energy-carbon emission based on 31 sectors

to simulate changes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welfare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as well as CO2 emission under the context of carbon

intensity restriction and increased share of non-fossil energy from 2012 to 2030． Ｒesults are listed as follows: ① There’s no obvious

change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income and the general living consumption slightly drops． The decrease of rural residents’living

consumption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urban residents． ② Ｒesidents’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2 emission experience a dramatic fall

with greater decrease on the part of rural residents． ③ A sharp decline is shown in the consumption of coal，refined oil and natural gas;

an obvious increase can be witnessed in electric power consumption and the consumption of some capital-intensive sectors goes through

a minor increase． The coal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decline in consumption of refined

oil and natural gas of rural residents far exceeds that of urban residents． Besides，their increase in consumption of electric power，

special purpose machinery，general purpose machinery and metal products surpasses that of urban residents． ④ Carbon intensity

restriction brings about a slight drop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welfare but it’s a small range． The fall in the Hicks’equivalent

variation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urban resident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reached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first，carbon

intensity restriction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househol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second，the policy makes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elfare decline but it won’t have strong impact on residents’life; third，rural residents receive greater adverse influences on energy

consumption than urban residents do． Generally speaking，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perly increase the transfer payment for rural

residents on the basis of carbon intensity restriction，and increase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to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Besides，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more clean energy for the rural area，and increase subsidies for rural

residents using clean energy，thus reducing negative influences of the climate change policy over rural residents．

Key words carbon intensity constraint;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structure; welfare of residents; dynamic CG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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